
第４２卷　第５期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９月
Vol．４２　No．５ 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Sept．,２０１６

DOI:１０．１３７１８/j．cnki．xdsk．２０１６．０５．０１９

汉语量词语法化动因研究
李 建 平１,张 显 成２

(１􀆰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２５００１４;２􀆰西南大学 汉语言文献研究所,重庆市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汉藏语系普遍的双音化趋势和基数词单音节的矛盾,是量词系统语法化的根本动因.从汉语

来看,量词语法化历程和双音化趋势保持了很强的一致性,双音化推动了量词系统的建立与发展.从汉藏语

系、南亚语系量词语言来看,量词系统的发达程度同数词的音节数量密切相关,只有基数词是单音节的语言才

发展出了发达的量词范畴,而对音步感知基础的不同则促成了复数标记和量词系统的对立.从拷贝型和泛指

性量词的兴替来看,调剂音节组成标准音步是量词的基本功能.

关键词:量词;基数词;双音化;出土文献;民族语言;语法化

中图分类号:H１３１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９８４１(２０１６)０５Ｇ０１４８Ｇ１２

一、引　言

量范畴是不同语言普遍存在的语法范畴,但只有汉藏语系、南亚语系部分语言发展出了丰富的

量词并成为这些语言的重要特点.汉藏语系中的量词都不是先在的语法范畴,而是经历了长期而

复杂的语法化过程.从殷商到现代丰富的历史文献,为汉语量词语法化历程及其动因的研究提供

了翔实的语料,使得量词研究成为汉语发展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关于量词的语法化及其动

因问题,学界主要有以下六种观点:
一是表量功能说.黄载君认为“个体量词的产生,可能起于表货币单位”[１],强调表量功能是量

词起源的根本动因.但在量词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个体量词,表量功能并不突出,如“一人”和
“一个人”在表量上就没有明显差异.也有学者认为量词受度量衡单位类化而来,虽然类化在量词

发展中的确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这并不能解释度量衡单位为世界绝大多数语言所共有,而其

他许多语言却没有“类化”出量词.
二是个体标记说.大河内康宪[２]、戴浩一[３]都认为汉语名词都是指物质的(stuff),语义是不可

数的,要计数物质一定要把物质量化或离散成类似物体(body)的个体才可数,数词后的标记成分正

是起到了个化前一名词所指的作用.金福芬、陈国华[４]、张赪[５]认为作为个体标记是汉语量词存在

的根本原因,分类功能则是次要原因.但这一观点无法解释为何在量词成熟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仍

可精确称数,为何只有汉藏语系与南亚语系中部分语言量词特别丰富,并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语法

化历程.
三是范畴化说.对客观事物进行分类并将其范畴化是量词的重要功能之一,如形状量词中的

“条”称量条状物,“块”称量块状物等.Erbaugh认为量词通过给中心名词分类增加其信息量,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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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同音词区分开来,同时强调中心名词[６].但语法化程度和使用频率都最高的泛指量词选择

搭配的名词可达数百个,这些名词却不具备共同特征而成为一类,可见范畴化并非量词的根本功

能,也不是量词起源的动因.
四是修饰功能说.李若晖认为量词的产生是语言表达中修饰与表意要求综合作用的结果[７].

这同样无法解释为何量词为汉藏语系和南亚语系部分语言所特有,且泛指量词虽不具备修饰功能,
却无论在量词产生之初还是在量词发达阶段都获得了广泛应用.

五是语言接触说.Erbaugh认为汉语量词不是自源的,而是由于与台语的语言接触而产生

的[６].这与汉语量词发展史的事实明显不符.
六是清晰表意说.桥本万太郎认为汉语是单音节语言,同音词多而又缺乏形态标记,使用量词

可以区别同音词,并有一定的赘言性[８];随着汉语复音化的发展,量词逐渐“个化”,直至像东干语一

样只剩下一个“个”字,量词最终完全变为“躯壳”.桥氏认识到了音节结构与量词系统的关系.但

从汉语发展史来看,量词却正是在汉语复音化过程中产生的,“个化”趋势并非量词的消亡,而是量

词发达的标志之一.
此外,李讷、石毓智提出句子中心动词及宾语后谓词性成分的变迁是量词语法化的动因,并解

释了汉魏至元“数＋量＋名”结构的发展[９],但对量词起源的动因问题未涉及.戴庆厦通过对近２０
种藏缅语言的调查分析,发现数词为单音节的语言中量词较发达,数词为多音节的语言中量词不发

达[１０],为量词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石毓智说:“汉语量词的产生和发展的背后也有一个双音化趋

势的动因.汉语的个体量词,萌芽于两汉,产生于魏晋,稳步发展于唐宋,牢固建立于宋元之

际.”[１１]但戴先生未涉及汉语量词发展史,石先生对量词发展史的描述与事实不合.实际情况是,
汉语个体量词在先秦即已产生,两汉迅速发展,魏晋南北朝趋于成熟.

系统的汉语量词发展史研究是厘清量词起源动因的基础,而目前这方面远远不够,特别是量词

从萌芽到初步发展的先秦两汉断代史研究不够,制约了进一步的研究.先秦两汉量词研究首先受

到研究资料的制约,传世文献多思想性、政论性资料,量词使用频率低,而“没有材料,‘游谈无根’,
要建立科学的汉语量词发展史那是永远也不会办到的”[１２]３.近年来的大量出土文献特别是文书、
医书类文献,为量词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资料条件.通过对甲骨文、金文、简帛文献、碑刻文献的系统

整理,结合传世文献量词研究,初步构建汉语量词发展史脉络,同时综合考察量词丰富的汉藏语系、
南亚语系诸语言与量词不丰富的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的量词使用情况,本文认为:量词从萌芽到

成熟的漫长而复杂的历时演变中,其表量功能、分类功能、修饰功能、个体标记功能在不同历史阶

段、不同方面对量词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双音化趋势才是诱发量词产生的根本动因,并在量词

语法化历程中始终起着推动作用.

二、汉语双音化趋势与量词语法化历程

双音化是汉语史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王力把双音化列为汉语语法史最重要的五个变化之

一[１３]２.石毓智认为双音化趋势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构词法范围,对促进整个语法系统的改变起了关

键作用[１１].双音化进程早在甲骨文时代便已萌芽,春秋战国至秦获得初步发展,两汉时代加快步

伐,魏晋以后得到长足发展,逐渐取得绝对优势地位.上古汉语以单音节为主,随着双音化的发展,
双音节音步逐渐成为汉语的标准音步.冯胜利认为由于标准音步具有绝对优先的实现权,汉语中

的“标准韵律词”只能是两个音节[１４].现代汉语中双音节词占绝对优势,在«普通话３０００常用字

表»中,双音词占７５％以上.双音词在句法上也更为自由,单音词则受到很多限制[１５].由于数词中

使用频率最高的基数词从一至十都是单音节,在双音节音步占据主导地位后,单音节数词构成的

“蜕化”音步并不具备优先实现权,要适应双音化趋势,数词必须和其他成分组成双音节韵律词才能

自由使用,于是量词开始了由名词等其他词类的语法化历程.考察汉语量词系统的发展历程,可以



发现量词发展史与双音化趋势有着相同的历史轨迹,双音化趋势构成了汉语量词系统起源的动因,
并在漫长的历时演变中推动了量词系统的建立、发展与成熟.

(一)殷商时期双音化和量词的萌芽

１􀆰 双音词的萌芽

上古汉语中单音词占绝对优势,但双音词早在殷代甲骨刻辞中就已存在.郭锡良以徐中舒主

编的«甲骨文字典»为依据考察甲骨卜辞的词汇构成发现,在２８５７个字头、３８９９条义项中,所举复

音结构不到１００个,仅占总数的２．６％[１６].按殷代复音词的内容,大致可分八类:神祇名称、宗庙和

神主名称、宫室名称、方国名称、地名、职官名、人名、时间名称.这八类复音结构大多是专有名词,
而且几乎全是偏正结构,可见卜辞时代是双音词的萌芽时代.

２􀆰 量词的萌芽

与双音化萌芽相适应,殷代甲骨卜辞中量词也已萌芽,迈出了量词发展史的第一步.对于甲骨

文中量词的发展状况,人们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由于对文意理解、量词界定等诸方面的差异,各家

统计不尽相同.如果不包括时间量词,各家统计差别并不大,总计１０个左右.
萌芽期殷代量词系统有两个特点:(１)数量结构一般位于名词之后,组成“N＋Num＋CL”结

构,如“鬯六卣”(前１．１８．４).在原始语言中,“N＋Num＋CL”语序最先产生是可以找到理据的,从
发生学来看,称数方式都源于记数行为,因此在列举时采用“N＋Num”结构;在“Num＋N”结构中

数词和名词的结合非常紧密,共同充当句子成分,但在“N＋Num”结构中当数词单独充当谓语时,
数词单音节的不和谐性便突显出来,如现代汉语可以说“三人”,也可以说成“三个人”,但“人三”却
不符合语言习惯,必须说成“人三个”.因此,量词首先出现在“N＋Num”结构之后构成“N＋Num
＋Cl”结构,这符合汉语双音化的趋势.(２)“拷贝型”量词的产生,如“俘人十又六人”(合１３７反)、
“羌百羌”(合３２０４２)等.对后一个“人”“羌”性质的认识,目前学界还有争议,王力说“‘人’是一般

名词,不是特别用来表示天然单位的”[１７]２３４.多数学者认为已具备量词性质,管燮初说“后面一个人

字的词性已介乎名词和量词之间”[１８],黄载君说“第一个人是名词,而数词后加‘人’就只能属于量

词了”[１].虽然其语法化程度还很低,却显示了量词语法化的趋势,量词正是在这一特定语法结构

中开始其语法化进程的.
(二)西周时期双音化和量词的初步发展

１􀆰 双音化的初步发展

程湘清考察«尚书􀅰周书»中公认为西周作品的«大诰»等１３篇、«诗经»中«周颂»«大雅»的双音

词,列出５类１３２个;西周末期«诗经􀅰小雅»有５７个[１９].杨怀源统计西周金文复音词４１２个,其中

双音词３８５个[２０].从数量上看,西周时期双音词明显增多,双音化得到初步发展.

２􀆰 量词的初步发展

与双音化进程相适应,西周金文量词系统也获得了初步发展.从历时角度看,西周时期量词的

发展有四个特征:
(１)数量迅速增多.管燮初统计西周金文中共有量词３３个[２１],潘玉坤[２２]、赵鹏[２３]的统计都是

３９个,虽然部分量词还有争议,但量词数量无疑大大增加了.
(２)量词分工进一步发展,使用日趋严格.甲骨文用量词“丙”表示车马之量,是一种综合称量

法.西周金文各有专门量词,车用“两”,马用“匹”,分工明确.甲骨文计量“鬯”时,量词可用可不

用,西周金文则必须使用容器量词“卣”且无一例外.
(３)数量表示法中“N＋Num＋Cl”结构大量使用.按赵鹏统计,西周金文中“N＋Num＋Cl”结

构总计已达２２０例[２３],但数词同名词直接结合来表示数量仍占绝对优势.
(４)西周量词系统仍然体现出量词萌芽阶段的诸多特点:第一,拷贝型量词仍较常见,如«小盂

鼎»:“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俘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廿八羊.”又:“获聝四千八百□聝,俘人万三



千八十一人,俘【马】□□匹,俘车两,俘牛三百五十五牛,羊二八羊.”«舀鼎»:“凡用即舀田七田.”语
法化程度很低的拷贝型量词的存在,显示出量词萌芽阶段的特点.第二,典型的“Num＋Cl＋N”结
构仍未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贤簋»“公命吏贿贤百亩粮”中的“百亩粮”,很多学者视为汉语“Num＋
Cl＋N”结构的最早用例,但仅此一例,深入分析则可发现“亩”本是称量土地的面积量词,并不能与

中心名词“粮”搭配,所谓“百亩粮”意为“一百亩地出产的粮食”,语义上相当于“百亩地之粮”,因此

“Num＋Cl”结构和中心名词之间并没有直接语法关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Num＋Cl＋N”结构.
(三)春秋战国至秦双音化的发展和量词系统的初步建立

春秋战国时期,新概念大量涌现,一词多义、词义引申的方法已无法满足人们的交际需要,于
是,复音词以其灵活的结构和足够的容量迅速适应了人们日益增长的交际需要.随着双音词在汉

语中地位的确立,与此相适应的是汉语量词系统在这一时期初步确立.

１􀆰 双音词地位的确立

从传世文献看,据程湘清的统计,«论语»总字数１５８８３个,总词数１５０４词,单音词总计１１２６
个,占７４．９％;复音词总计３７８个(其中多音词３个),占总数的２５．１％,而双音词占总数的２４．９％;
«孟子»总字数３５４０２个,总词数２２４０词,单音词总计１５８９个,占７１％;复音词总计６５１个(其中

多音词８个),占总数的２９％,双音词占总数的２８．７％[１９].
从出土文献看,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均成书于秦以前,具有更强的文献真实

性.«孙子兵法»总词数７３８个,有单音词５６５个,复音词１７３个,其中双音词１６７个,已占总数的

２２．６３％;«孙膑兵法»总词数９００个,单音词６６８个,复音词２３２个,其中双音词２３０个,三音词２个,
双音词占总数的２５．５６％[２４].

表１　春秋战国至秦双音化发展简表

文献名 总词数 单音词 复音词 双音词 双音词比例

论语 １５０４ １１２６ ３７８ ３７５ ２４．９３％
孟子 ２２４０ １５８９ ６５１ ６４３ ２８．７１％

孙子兵法 ７３８ ５６５ １７３ １６７ ２２．６３％
孙膑兵法 ９００ ６６８ ２３２ ２３０ ２５．５６％

　　综合考察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春秋战国时期双音词总体已占词汇总量的２５％左右.由于书

面语在记载时往往趋于简洁,可推测当时口语中汉语双音词所占比例应大大超过这一数量.春秋

战国至秦,虽然双音词在整个汉语词汇系统中还没有占据优势,但双音词的地位已稳固确立.

２􀆰 量词系统的确立

随着双音词地位的确立,量词系统也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主要体现为:
(１)名量词类系发展完备,量词数量大大增加,特别是在量词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自然量词

数量大大增加.按何乐士考察,仅«左传»中就有量词６９个,自然量词、借用量词、度量衡量词、军队

或地方编制量词等各个小类都已齐备[２５].对这一时期量词系统进行全面统计,名量词总数已达

２０７个之多,其中语法化程度最高的个体量词有４６个,集体量词有５２个,自然量词总计达到９８个;
而且这些量词往往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其中１５４个为汉代及后世所沿用,占总数的７４．４％.

表２　春秋至秦名量词数量简表

量词类别 个体量词 集体量词 借用量词 制度量词 总计

量词数量 ４６ ５２ ４１ ６８ ２０７
后世沿用 ４０ ３０ ３１ ５３ １５４

　　(２)“Num＋CL＋N”结构的产生与初步发展.在汉语量词发展过程中,“Num＋CL＋N”结构

的产生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可以说是一次飞跃,“因为当数词和单位词放在普通名词后面的时候,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够密切的(«左传»:‘马牛各十匹’,‘各’字可以把单位词和名词隔开);后来单



位词移到了名词前面,它和名词的关系就密切起来,渐渐成为一种语法范畴”[１７]２４２,所以“Num＋CL
＋N”结构的产生也是量词系统建立的重要标志之一.

典型“Num＋CL＋N”结构产生的时代对量词发展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王力说:“在上古时

代,单位词是放在名词后面的􀆺􀆺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就在先秦时代,容量单位词已经可以用于

名词前面了.到了汉代,不但度量衡单位词可以放在名词的前面,连天然单位词也可以放在名词的

前面.”[１３]３２郭锡良也认为,在先秦典籍中,“Num＋CL＋N”这一称数构式只能用于容量单位[２６].
从传世文献看,“Num＋CL＋N”结构在«左传»«论语»«孟子»«国语»«吕氏春秋»５种文献中仅有２５
例,且基本限于度量衡量词和借用的容器量词,自然量词能够进入这一结构的仅５例,如:

　　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个行李告于寡君.(«左传􀅰襄公八年»)
一介嫡女,执箕帚,以晐姓于王宫;一介嫡男,奉盘匜,以随诸御.(«国语􀅰吴语»)
力不能胜一匹雏.(«孟子􀅰告子下»)
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吕氏春秋􀅰察今»)

对以上用例的理解,学界多有争议:有人认为“介”和“个”是“单独”之义,是形容词;“匹”,按朱

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当为误字;“脟”,也可能是“肉”的修饰语,“脟肉”指割下来的肉.以上均非量

词.出土文献具有传世文献无可比拟的真实性,从出土的简帛文献来看这一时期“Num＋CL＋N”
结构的产生及量词系统的确立,是没有疑问的.考察目前已公布的１４批战国楚简和６批秦简,共
有物量表示法２３３７例,量词８５个,其物量称数构式情况如下:

表３　先秦简牍数量表示法简表

文献名 Num＋N N＋Num Num＋Adj
Num
单用 Num＋Cl N＋Num＋Cl Num＋Cl＋N

Cl
单用 Cl＋N 总计

楚简 １０９５ ６７ ２１ ３ ２４ １９２ ６２ ０ ２３ １４８７
秦简 ３２８ ６２ ５ ３８ ２７３ １０６ ２ ２９ ７ ８５０
总计 １４２３ １２９ ２６ ４１ ２９７ ２９８ ６４ ２９ ３０ ２３３７
频率 ６０．８９％ ５．５２％ １．１１％ １．７５％ １２．７１％ １２．７５％ ２．７４％ １．２４％ １．２８％ １００％
总计 １６１９ ７１８ ２３３７
频率 ６９．２８％ ３０．７２％ １００％

　　秦简中“Num＋CL＋N”结构仅有２例,楚简中则达到６２例之多.秦简２例中,量词一为描绘

性量词,一为度量衡量词.楚简６２例中,度量衡单位仅１例,容器单位７例,其余５４例均为自然量

词.如:

　　三匹驹骝.(«曾侯乙墓简»１７９)
裘定驭左殿:三真楚甲.(«曾侯乙墓简»１２７)
旅公三乘路车.(«曾侯乙墓简»１１９)
一两丝纴屦.(«信阳楚简􀅰遣策»２)

数量结构和名词之间也可以插入助词“之”,如«上博简􀅰容成氏»４４:“是乎作为九成之台.”可
见,早在战国时期“Num＋CL＋N”结构就已经产生并获得初步发展,标志着汉语量词系统的初步

建立[２７].
(３)名量词使用频率大大增加,但地域发展不平衡.从表５看,先秦简牍文献中使用量词的用

例达到７１８例,占３０．７２％,量词在数量表示法中的地位已经确立.另一方面,典型的“Num＋CL＋
N”结构率先在楚简中大量出现,体现出楚、秦两地量词发展的不平衡.

(４)动量词系统的萌芽.无论从出土文献还是传世文献看,先秦时期典型的动量词还没有产

生,但在秦简中已经开始萌芽,有“步”“课”两个,如:

　　已龋方:见东陈垣,禹步三步.(«周家台秦简􀅰病方及其他»３２６)
今课县、都官公服牛各一课.(«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厩苑律»１９)

虽然其动词性仍很强,但动量词正是在这样的语法框架中开始其语法化进程的.



(四)两汉双音化的发展和量词系统的初步完备

１􀆰 双音化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两汉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的迅速发展,两汉时期的双音化趋势加快了步伐,我们对９种汉简

构词法统计分析的结果如下[２８]:
表４　汉简构词法情况简表

文献名 总词数 单音词 复音词 双音词 双音词比例

奏谳书 １５７ １１０ ４７ ４４ ２８．０％
武威医简 ５１７ ２８９ ２２８ ２０７ ４０．０％
神乌赋 ２８０ １７２ １０８ １０７ ３８．２％
御史书 １５５ ８６ ６９ ６８ ４３．９％

胥浦遗嘱 ７７ ５４ ２３ ２２ ２８．６％
月令 ３４２ １６９ １７３ １６４ ４８．０％

王杖诏令 １６９ １０２ ６７ ６４ ３７．９％
责寇 ２０１ １５１ ５０ ４５ ２２．４％

悬泉书信 １０９ ７６ ３３ ３１ ２８．４％
总计 ２００７ １２０９ ７９８ ７５２ ３７．５％

　　从统计表看,双音词比例大大增加,达到了３７．５％,部分文献甚至达到４８％.刘志生考察东汉

碑刻文献１６７篇约１０万字,发现复音词总数达到５１６７个[２９].由于书面语相对于口语总是趋于简

洁的,当时口语双音词数量应当已超过单音词数量,在词汇中占据优势地位.

２􀆰 量词系统的初步完备

与双音词发展状况相适应,汉语量词系统也获得了巨大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１)名量词数量大幅度增加.对两汉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的量词进行全面考察,发现两汉时

期名量词迅速涌现,新生量词达到１０２个,加上沿用自先秦的１５４个,量词总数达到２５６个,其中个

体量词８４个,名量词系统基本稳定.
表５　两汉名量词数量简表

量词类别 个体量词 集体量词 借用量词 制度量词 总计

新兴量词 ４４ １１ ２９ １８ １０２
沿用量词 ４０ ３０ ３１ ５３ １５４

总计 ８４ ４１ ６０ ７１ ２５６

　　(２)名量词的使用频率迅速增高,使用量词在数量表示法中逐渐占据优势地位.从量词在数量

表示法中的使用频率来看,我们对２４种汉简中的称数构式进行了全面统计①:
表６　两汉简帛数量表示法简表

称数构式 Num＋N N＋Num Num 单用 Num＋Cl N＋Num＋Cl Num＋Cl＋N Cl单用 总计

频率 ２３１ ４８４ ８３ １３０ ７７７ ９ ５ １７１９
总计 ７９８ ９２１ １７１９
比例 ４６．４％ ５３．６％ １００％

　　按陈近朱对«居延汉简»中的数量表示法进行的穷尽性统计,不使用量词的情况总计１５３４例,

而使用量词的情况则达到了２７４６例[３０].从上述统计看,在汉代简帛数量表示法中,使用量词的情

况已经开始超过不用量词的情况,可见在数量表示法中使用量词在汉代已开始成为一种规范.
(３)动量词系统正式确立.两汉时期动量词系统产生并迅速发展,新产生动量词１６个,其中专

① 本文所考察２４种汉简为:焦山汉简、萧家草场汉简、未央宫汉简、清水沟汉简、高台汉牍、古人堤汉简、甘谷汉简、邗江汉简、平

山汉楬、花果山汉简、海州汉牍、胥浦汉简、东牌楼汉简、罗泊湾汉简、大坟头汉简、孙家寨汉简、孔家坡汉简、凤凰山８号墓汉简、凤凰山９
号墓汉简、凤凰山１０号墓汉简、凤凰山１６８号墓汉简、凤凰山１６７号墓汉简、凤凰山１６９号墓汉简、马王堆３号墓汉简.



用动量词１３个,加上沿用自先秦的“步”,总计达到１７个.魏晋南北朝所见动量词总计１８个,其中

１３个沿用自两汉,占７２％;可见两汉时期动量词系统已建立起来并获得初步发展.但是,两汉时期

动量词的使用频率还很低,多数只有几例,且多见于医书和汉译佛经等特定文献中.
表７　先秦两汉动量词简表

产生时代 数量 借用动量词 专用动量词

先秦 ２(?) 步、课
西汉 ７ 针、痏 过、壮、合、发、出
东汉 ９ 拳 遍、通、下、度、行、周、匝、反(返)

　　(五)魏晋以后双音词优势地位的确立和量词系统的完善

１􀆰 双音词逐渐占据绝对优势

魏晋六朝以后,双音词在词汇中逐渐占据优势地位,按程湘清统计,«世说新语»中复音词总数

达到２１２６个,其中双音节词１９１３个,占复音词总数的９０％[３１].无论数量还是频率,魏晋六朝以

后汉语中双音词的优势地位都已得到确立.

２􀆰 量词系统的基本完善

与双音化发展相适应,“魏晋南北朝的名量词在数量、种类、分工、使用、词序各方面得到了空前

的发展,可以说此时期已进入汉语名量词的成熟阶段”[３２].
从传世文献看,刘世儒对魏晋南北朝量词进行了全面考察:名量词２１７个,其中语法化程度最

高的个体量词达到１２３个,使用频率也大大增加了;动量词迅猛发展,总计２２个,其中专用动量词

１７个.“汉语名量词发展到这一阶段,基本上已经进入成熟时期了”[１２]４,动量词“也得到了迅速而

广泛的发展,进入了初步成熟的阶段”[１２]７.关键还在于,数量词开始转向以前附于中心名词为原

则,数量词前置有几个优点:(A)词序一致,即与汉语“从”前“主”后的原则一致;(B)陪伴形态更为

显著;(C)成分更为确定,数量词只能是向心于中心的定语;(D)表达更为清楚[１２]４５.
从出土文献看,考察旱滩坡晋墓木牍、南昌晋墓木牍、南昌吴高荣墓木牍、走马楼三国吴简、甘

肃高台晋牍、鄂城吴墓木刺、南昌火车站晋牍、香港中文大学藏晋牍８种魏晋简牍,称数结构１９６例

均为“N＋Num＋Cl”结构,可见在称数中使用量词已成为规范.
从隋唐五代到现代汉语,占据统治地位的双音词继续调整完善,汉语量词系统也在既有框架下

进一步补充、调整,量词体系和规范逐渐趋于完备.
(六)小结

综上可见,殷商时代是汉语双音化的萌芽时期,也是量词从其他词类开始语法化的萌芽时期;
西周随着双音化的发展,量词得到初步发展;春秋战国双音词得到进一步发展,相应的量词系统初

步建立;两汉是双音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双音词在词汇系统中开始占据优势,量词系统确立,使用量

词的称数构式第一次超过了不用量词的构式;魏晋六朝以后,双音词确立了词汇中的绝对优势地

位,量词的使用成为一种规范.双音词和量词在汉语中都不是先在的,但词汇的双音化和量词语法

化的历程却保持了很强的一致性,这说明二者的发展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双音化趋势是汉语量词

系统建立的动因与推动力.

三、汉藏语系和南亚语系量词产生与双音化的关系

汉语量词系统形成的动因在于双音化趋势和基数词单音节间的矛盾,可见双音化趋势和基数

词单音节是量词系统得以建立的两个必要条件,缺一不可.从汉藏语系其他语言及南亚语系诸语

言来看,在普遍的双音化历程中只有基数词为单音节的语言,才发展出了发达的量词系统.
(一)汉藏语系

从汉藏语系看,“大多数语言是由单音节向多音节发展”[３３],基数词的音节数量和量词的发达



程度密切相关.戴庆厦对近２０种藏缅语量词与基数词音节数量的研究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１０],
在此基础上,本文同时参考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新发现民族语言丛书»,进一步对５２
种汉藏语系语言中基数词的音节数量和量词发展情况进行了系统考察,得到了如下发现:

苗瑶语族的苗语、布努语、巴哼语、炯奈语、畲语、勉语诸语言,侗台语族的壮语、布依语、傣语、
侗语、水语、仫佬语、毛难语、佯僙语、拉珈语、黎语、村语、仡佬语、布赓语、木佬语,其基数词都是单

音节的,其量词系统均比较发达,特别是个体量词特别发达,量词使用在数量表示法中具有强制性.
藏缅语族情况比较复杂,彝语支的彝语、傈僳语、拉祜语、哈尼语、基诺语、纳西语、毕苏语、卡卓

语、柔若语、怒苏语、土家语、白语,缅语支的载瓦语、阿昌语、浪速语、仙岛语,羌语支的羌语、普米语

都属于量词发达或准发达的语言,其基数词都是单音节的,量词的使用都有一定的强制性.与之相

对应的是,景颇语支的景颇语、格曼语、达让语、苏龙语和藏语支的仓洛门巴语、错那门巴语,以及羌

语支的嘉戎语,基数词往往不全是单音节的,其量词系统一般都不发达,即使有部分个体量词,其使

用也不具有强制性①.藏语支的情况较为复杂,藏语的基数词都是单音节的,量词系统却很不发

达,但是白马藏语中的量词则比较发达,反映了藏语量词发展的不同历史层次.
(二)南亚语系

南亚语系很多语言也有丰富的量词系统,如孟高棉语族的德昂语、佤语、京语、徕语、克蔑语、布
兴语等.越芒语族的越南语量词都比较丰富,其基数词也都是单音节的②.与此相对应,孟高棉语

族的布朗语基数词只有４、５、６是单音节的,越芒语族的莽语基数词１至６是单音节的,其量词则相

对不发达,量词的使用没有强制性.
表８　基数词与量词系统对照表

语系 语族 语言
基数词单
音节数量

量词发达
与否

南
亚
语
系

孟高棉语族
德昂语/佤语/京语/徕语/克蔑语/布兴语 ９ ＋
布朗语 ３ －

越芒语族
越南语 ９ ＋
莽语 ６ －

汉

藏

语

系

藏

缅

语

族

彝语/傈僳语/拉祜语/哈尼语/基诺语/纳西语/毕
苏语/卡卓语/柔若语/怒苏语/土家语/白语/载瓦
语/阿昌语/浪速语/仙岛语/羌语/普米语/白马语

９ ＋

苏龙语/仓洛门巴语/错那门巴语 ８ －
景颇语 ６ －
达让语 ３ －
格曼语 ２ －
嘉戎语 ０ －
藏语 ９ －

侗台语族
壮语/布依语/傣语/侗语/水语/仫佬语/毛难语/佯
僙语/拉珈语/黎语/村语/仡佬语/布赓语/木佬语

９ ＋

苗瑶语族 苗语/布努语/巴哼语/炯奈语/畲语/勉语 ９ ＋

　　系属未定的朝鲜语情况比较特殊,数词有固有词与汉字词之分,xana(一)、tul(二)、set(三)、

net(四)等是固有词,il(一)、i(二)、sam(三)、sa(四)等则是汉字词.其固有量词是以双音节为主

的,而借自汉语的量词基本上都是单音节的.通常情况下,固有量词与固有数词组合,汉字量词与

①

②

景颇语支的独龙语基数词只有３个是单音节的,但量词比较发达,原因可能在于其双音节基数词都是带词头的,而词头有脱

落的趋势,如基数词ɑbli(四)在怒江方言中词头ɑ已脱落,数词由双音节变为单音节,这与双音化趋势背道而驰,从而促进了量词的发

展.阿侬语的情况也是如此.

布兴语的基数词都是双音节的,但早已失去了使用功能,仅存在于传说中,实际使用的数词均借自傣语.



汉字数词组合.其固有数词中,一、五、六、七、八、九等六个都是双音节的,因此本身可以组成双音

节标准音步使用,也可以与双音节的量词配合使用,而汉字数词则均为单音节的,则要同单音节的

汉字量词结合构成双音节音步配合使用.
最后,印欧语系的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其基数词基本上也是以单音节为主的,但是也

不属于量词发达语言,这可能与对音步的认知有关,“印欧语社团以音素为语音感知基础,汉语社团

以音节为语音感知基础”[３４].印欧语语言学界的研究也体现了这一点,“在他们的音系理论中竟没

有音节这一级语音单位,而是由音段直接构成词音形”[３５].双音节音步并非“标准”音步,因此没有

发展量词以构成标准音步的动因.由此也可推测,在以音素为感知单位的语言中,倾向于发展以音

素为单位的复数标记;而以音节为感知单位的语言,则更倾向于发展以音节为单位的量词;因此,
“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考察的结果显示,一种语言不同时兼有复数标记和量词系统”[３６].

四、从拷贝量词和泛指量词的兴替看量词语法化的动因

拷贝量词和泛指量词在量词类系中最为特殊:前者产生于量词发展的初始阶段,语法化程度最

弱;后者产生于量词系统初步建立的阶段,并在量词成熟阶段仍然广泛使用,语法化程度最高,源名

词的语义特征几乎消失殆尽.二者表量、分类、修饰等功能都很弱,只有同数词补足为双音节的标

准音步才是这两类量词的根本语法功能,其发展历程正可以充分证明双音化趋势是量词系统建立

的根本动因.
(一)拷贝量词与量词的起源

汉语中的拷贝量词早在甲骨文时代就产生了,“从名词到量词,是一个语法化的过程,拷贝型量

词的出现是这一语法化过程的第一步”[３７].缅语支、彝语支和藏缅语族一些语支未定的语言,如独

龙语、载瓦语、阿昌语、基诺语、傈僳语、拉祜语、哈尼语、纳西语、怒语等,“已经萌生了发展个体量词

的语言需要.为了满足这种语言需要,最方便的方法便是拷贝名词而造出大量的个体量词,从而较

快地解决了个体量词缺乏的矛盾”[３７].但这些语言为何萌生了发展个体量词的需要呢? 根本动因

就在于双音化的趋势.
首先,从汉语来看,基数词都是单音节的,与甲金文时代就开始的双音化趋势是矛盾的,而这种

不适宜性构成了变化产生的动机,不适宜的形式有必要做出调整,即用音节进行调剂.改变基数词

单音节形式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重复前面的名词,组成数名结构共同修饰前面的名词,即“N
＋(Num＋N)”结构,如«小盂鼎»:“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俘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廿八羊.”在使

用中“Num＋N”结构被重新分析为前面名词的修饰语,其中的名词与中心语名词在语法功能上也

有了差异,成为拷贝量词.
其次,汉藏语量词萌芽阶段普遍出现了拷贝型量词,这与汉藏语普遍的双音化趋势是相适应

的.上古汉语名词绝大多数是单音节的,加上方块汉字的不可分割性,“N＋Num＋Cl”结构中的拷

贝量词只能完全重复前面的单音节名词,“Num＋Cl”结构组成双音节的标准音步;形式上的一致也

导致了学界对拷贝型量词是量词还是名词的争议.但是,从其他语言中的量词来看拷贝型量词,与
源名词在功能上就有了明显差异,如当名词是多音节时可以采用“半拷贝”的方式,即复制名词的部

分音节,拷贝名词前一音节称为前半拷贝.如:

　　哈尼语bu３１za３１(罐)ʨhi３１(一)→bu３１(bu３１za３１前一音节)(一个罐)
纳西语khon３３lo３３(洞)ndɯ３３(一)→khon３３(khon３３lo３３前一音节)(一个洞)

但更多的方式是拷贝名词的后一音节,即后半拷贝.如:

　　阿昌语a５５mu５５(事情)ta２１(一)→mu５５(a５５mu５５后一音节)(一件事情)
基诺语ɑ４４vu３３(蛋)thi４４(一)→vu３３(ɑ４４vu３３后一音节)(一个蛋)
傈僳语Ɣɑ４４fu３３(鸡蛋)thi３１(一)→fu３３(Ɣɑ４４fu３３后一音节)(一个鸡蛋)



纳西语sɯ３３dzɯ３１(树)dɿ３３(一)→dzɯ３１(sɯ３３dzɯ３１后一音节)(一棵树)[３７]

其他如哈尼语、拉祜语等都是如此,单音节的数词和由名词“半拷贝”而来的一个音节,组成了

一个和谐的双音节音步.纳西语中甚至还有全拷贝、前半拷贝、后半拷贝、省略拷贝均可的情况:

　　全拷贝:dv３３phi３１(翅膀)dɯ３３(一)dv３３phi３１(翅膀)
后半拷贝:dv３３phi３１(翅膀)dɯ３３(一)phi３１

前半拷贝:dv３３phi３１(翅膀)dɯ３３(一)dv３３

省略拷贝:dv３３(翅膀)dɯ３３(一)dv３３(翅膀)[３８]

单纯词中的一个音节一般不能独立充当句子成分,其作用只是与数词组成双音节音步来调剂

音节,至于拷贝哪个音节都不会影响这一语法功能.可见“半拷贝”的方式更明确地体现了量词语

法化与双音化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二)泛指量词的兴替与量词的基本功能

泛指量词几乎没有分类、表量、修饰等功能,这自然突显了其调剂音节的功能.汉语量词史上

的泛指量词有“枚”“个”两个,二者的兴替和“个化”的发展体现了调剂音步在量词语法化历程中的

重要作用.
两汉时代,随着双音词在词汇中优势地位的初步确立,双音节作为标准音步也基本确立,单音

节数词的使用逐渐不再自由,需同量词组成双音节标准音步才能更为自由地充当句子成分.但量

词的发展相对滞后,绝大多数名词还没有专属量词,解决这一矛盾有两种方式:一是采用拷贝的方

式,但拷贝量词有很大的局限,一个名词使用一种量词很不经济,大量同形同音现象模糊了名、量两

类词的界限.另一种方式是采用泛指量词.量词“枚”由于其特殊的语义基础迅速崛起,解决了双

音化趋势与个体量词缺乏的矛盾.王力认为“枚”用作量词源自其本义“树干”,虽然“现存的古书

中,没有树一棵为一枚的例子”[１３]２７.张万起举出«汉书»«后汉书»中的４例[３９],我们又举出汉简中

的３例.但从文帝至景帝时期的凤凰山汉简看,汉初量词“枚”已相当成熟,产生伊始就是泛指的,
不存在从专指到泛指的过渡,因此其语源并非“树干”而是“算筹”义[４０].«左传􀅰昭公十二年»“南
蒯枚筮之”孔颖达疏:“今人数物云一枚两枚,是筹之名也.”“算筹”是计数的辅助工具而不区分具体

事物,具备了泛指量词的语义基础.“枚”补足音步的性质在汉初简牍中体现得很明显,如凤凰山８
号与１６７号汉墓时代均为文帝至武帝之间,前者有简１７６枚,当用量词的情况９６例,其中１６例使

用了专属量词(“乘”２例、“匹”３例、“艘”１例、“合”９例、“枚”１例);８０例不用量词;有趣的是,后者

６２例:１７例使用了专属量词(“人”１２例、“乘”１例、“两”１例、“匹”１例、“合”２例),８例不用量词,其
他３７例均用量词“枚”.同时代同类文献中,有的不用量词,有的则３０多种不同物品均用同一个量

词“枚”,可见量词“枚”的首要语法功能就是补足音步.
魏晋至唐,量词的使用成为规范,８种魏晋简牍１９６例称数结构均为“N＋Num＋Cl”结构,无一

例外.但量词产生的速度显然不能满足语言的需要,因此泛指量词“枚”的使用频率在魏晋时期达

到了顶峰,如吴高荣墓«遣策»木牍所计量事物几乎全部用“枚”来称量,如:

　　故练褖一枚;故绢褖一枚;故绢褖一枚;故练褖一枚;故练褖一枚;故练緮裙一枚;故绢緮襙

一枚;故练两裆一枚;故练单襙一故.故绢单襙一枚;故半 緮缚一枚;故半 緮缚一枚;故练

緮缚一枚;故练緮缚一枚;故练小缚一枚;故练緮褖二枚;故练緮绔一枚;故緮裳二枚;故緮襙一

枚;故早丘单一枚.
该木牍７９个称数结构中使用量词“枚”达到了７５例之多,占总数的９５％.唐至五代,量词系统

进一步成熟,多数范畴有了专属量词并被普遍接受.专属量词除补足音步外,还有修饰、分类等功

能,于是“枚”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应用范围逐渐紧缩.洪艺芳考察敦煌吐鲁番文书认为,“枚”在３
世纪中叶到６世纪中叶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但以６世纪中叶为分水岭而骤然下降,６世纪中叶至９
世纪中叶修饰的中心名词仅有９个;敦煌文书中仅有７例[４１].量词分工日趋细密,使得语言表达



更为清晰、形象,但也造成了人们记忆的负担.语言经济原则要求使用具有较大普遍性的语言单位

来承担其核心功能———补足音步,语言中仍然存在对泛指量词的需要,于是量词“个”脱颖而出.
个,有“个”“箇”“個”三个来源.个是“介”的讹误字,按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介”与“个”隶

书形体相近,“省丿则为个矣”.«广雅􀅰释诂»:“介,独也.”“单独”义对名词没有太多要求,因此一

经产生就是泛指的.箇,«说文􀅰竹部»:“竹枚也.”最早称量“竹”,如张家山汉简«算数书»７１:“八寸

竹一箇.”個,洪诚认为“是介字从泰部音变以后形旁取介、声旁取箇另造的异体字,继承介字作为计

数词”[４２].魏晋以后三者合流.唐以前量词“个”使用频率很低,因为无论“单独”还是“竹枚”义,在
语法化过程中较“算筹”义的“枚”源词义更强,对名词的适应性就弱,语义滞留原则决定了在与“枚”
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基于语言经济原则,“枚”的强势满足了语言对泛指量词的需要,也抑制了“个”
的发展,因此虽然量词“个”先秦已见,但到魏晋简牍中“枚”达到１２５例,而“个”竟然未见.隋唐时

代,随着量词系统的完善,“枚”的使用范围迅速缩小.量词分工日趋细密造成了人们记忆的负担,
经济原则要求使用具有较大普遍性的语言单位来承担其补足音步的基本语法功能.“个”在同旧质

的“枚”的竞争中取得了优势,唐代吐鲁番文书中有４１例,而中唐到五代的敦煌文书中则达到了

２０６例,成为唯一的泛指量词.宋元以后,使用频率进一步增加,«朱子语类»中竟达到５０００多例.
泛指量词的广泛应用,突显出补足音步在量词发展中的重要性.

为适应双音化的发展而补足音步虽然是量词最核心的语法功能,但不是唯一的语法功能,因此

泛指量词“枚”由于不具备其他语法功能而逐渐被专属量词所取代;“个”的兴起正在于解决“枚”衰
落以后量词繁多给人们带来的记忆负担,但它同样缺乏范畴化和修饰等语法功能,导致表意不够明

晰,过度泛用就会打破语言表达明晰性和趋简性之间的平衡,适度原则必然会将其拉回到相对平衡

状态.总之,量词丰富多彩同个化之间的“矛盾”是由语言发展明晰性与趋简性的原则所决定的,这
也反映了作为量词根本功能的补足音步和其他功能之间的互补性.

五、结　语

徐通锵谈到语言演变的原因时认为“其罪魁祸首往往就是语音”[４３],为了适应语音简化带来的

一系列问题,汉语走上了双音化的道路,而基数词单音节同双音化趋势的矛盾,促使汉语量词系统

的建立成为必然.由于汉语的双音化是一个漫长的渐进历史过程,因此量词的发展也是一个渐进

的语法化过程.双音化趋势与基数词单音节的矛盾是促成量词系统建立的动因,二者缺一不可.
从汉藏语系、南亚语系诸多语言的量词使用情况来看,随着双音化的发展,只有基数词为单音节的

语言发展出了发达的量词系统,而基数词为双音节的语言和不存在双音化趋势的印欧语系诸多语

言则没有发展出量词范畴,从而产生了量词语言与非量词语言的对立.从拷贝量词和泛指量词的

兴替来看,无论在量词的产生阶段还是在量词的完善时期,与单音节数词组成双音节的数量结构以

调剂音步,始终是量词的基本功能,也证明双音化是量词产生的根本动因.但调剂音步并非量词的

唯一功能,量词一旦产生并进入句法结构,其语法功能就体现出了多向性,分类、修饰等功能也迅速

产生,从而要求量词系统更加丰富、更加细致.语言经济原则始终制约着语言各方面的发展,从而

导致了量词语言中专属量词丰富多彩和泛指量词广泛应用的对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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